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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原州联合考古队编辑而成的考古发掘报告《北周田弘墓》，不仅对该墓所有的遗迹、遗物进行了描述，还

集合了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学、科技考古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相关问题进行多角度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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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cavation report tianhong tomb of North Zhou Dynasty compiled by the yuanzhou jointly Archaeology team. describes

all the remains and relics unearthed from tianhong tomb. It makes a multi － angle discussions on related problems in Physical Anthro-

pology，Zooarchaeology，Botany，Archaeometry，Philology，and so on.

《北周田弘墓》是一部考古发掘报告，
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有关北周考古的为

数不多的一部报告［1］。
原州人田弘，是北周历史上的一位重要

人物，在《周书》与《北史》中均有记载。
他历经北魏、西魏、北周三朝，做过北周柱
国大将军、原州刺史，最后官至大司空、少
师。1996 年，为实现中日考古学界对于北
朝、隋唐墓葬和丝绸之路的合作研究，由固
原博物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
学、共立女子大学、滋贺县立大学组成的原
州联合考古队，对位于宁夏固原西郊乡大堡

村的田弘墓进行了调查发掘。2000 年，日
本勉城出版社公布了这次工作的发掘资料。
本文所评述的 《北周田弘墓》由文物出版
社于 2009 年出版，是在勉城出版社版本的
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一

发掘报告共分 17 章，依次为: 第一章
《地理位置与环境》，介绍了田弘墓所在地

区———固原的空间地理位置与气候、农业等
地理自然环境的状况; 第二章 《发掘经
过》，主要说明了发掘项目的准备、组织和
发掘始末; 第三章 《发掘方法和地层堆
积》，是对发掘过程中所采用的发掘方法及
获得的地层堆积的层位的详细描述; 由于墓

葬之上的地层中存在宋代灰坑、灰沟、窑址
等较多遗迹，所以第四章 《上层遗迹与遗
物》专门介绍了这些遗迹的形制、与墓葬
的位置关系、与其他遗迹的叠压打破关系及
出土遗物; 第五章 《墓葬形制》的内容分
地上、地下两部分，一方面揭示封土的规模
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复原了封土的构筑过程，

另一方面详细介绍了墓葬的地下部分———墓
道、天井、过洞、封门墙、甬道和墓室的位
置、形制; 第六章 《遗物出土状况》是对
主室、后室、侧室、天井等各遗迹单位内所
发现的遗物的出土状态所作的描述; 第七章

《出土遗物》则是大体上根据器物的质地分
别介绍了田弘墓在发掘过程中所出土的陶

器、陶俑和模型、金属器、玉器、云母、玻
璃器、水晶器、泥器、骨器、木器，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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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砖; 第八章 《墓志》介绍了志盖与志石
的结构、志文; 第九章 《壁画》一方面详
细介绍了残存于甬道、主室、侧室壁面上的
壁画的保存状况与内容，另一方面对这些壁

画的揭取、保护、修复方法进行了说明; 第
十章 《人骨鉴定》主要是对墓葬内采集的
人骨的性别、年龄、种族特征、病理和创伤
等方面的测量和观察; 第十一章 《动物骨
骼鉴定》则是对发掘现场采集到的动物骨
骼的种属与所属部位的鉴定、统计、分析;
第十二章 《彩色颜料与漆器》主要介绍了
田弘墓出土遗物色彩原料的分析和出土漆器

的卷胎工艺和漆工技术; 第十三章 《玻璃
材料的铅同位素比与化学组成》主要介绍
了采用荧光 X 线分析法，对田弘墓出土的
各种类玻璃珠进行无损化学成分分析，然后

选取标本测试含铅同位素比值，尝试获得所

用材料的产地或来源的研究; 田弘墓发现了

几件金属制花瓣形器物，第十四章 《金属
器的保存和处理》介绍了采用荧光 X 线分
析法测定构成花瓣的金属成分以及除锈和加

固的方法; 第十五章 《田弘墓出土的木材
树种》主要介绍了关于田弘本人及夫人的
内外棺、第五天井的残木片等木材的检测，
确定这些木材所属树种; 第十六章 《关于
田弘墓几个问题的讨论》包括以下几方面
的内容: 通过与其他地区发现的北周考古材

料的比较，详细讨论了田弘墓的墓葬形制特

征与壁画布局、内容，田弘墓志的疏证，田
弘墓出土的金币、铜钱，田弘墓云母饰片的
制作方法与用途; 第十七章 《结语》主要
总结了该墓葬在田野工作方法与发掘成果方

面的收获。

二

从以上介绍的发掘报告的内容可以看

出，其贡献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公布了一批重要的文物资料。

与迄今所发现的北周时期墓葬相比，田

弘墓的形制保持了一致性，例如，同样由长

斜坡墓道、多天井、过洞、甬道和墓室构
成。但是，该墓也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例如
田弘墓在第四、五天井间的过洞内设置封门
墙，这在以往发现的北周墓中是不见的。至
于壁画的布局，田弘墓也缺乏其他北周壁画

墓在墓道绘制壁画的做法。在壁画内容上，
田弘墓采用了不同于被作为北周壁画墓的典

型———李贤墓的构图与视角。侧身立像和人
物群像与李贤墓的单幅正面人像形成鲜明对

比。《北周田弘墓》丰富了我们对于北周墓
葬的形制、墓室壁画的布局和内容的认识。
虽然田弘墓与许多古代墓葬一样没有逃

脱被盗的命运，但庆幸的是依然尚存有一些

重要的遗物。除了其中出土的 5 枚东罗马金
币，仅数量而言在中国考古中不多见，是研

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制作成玉璜、
玉环、玉佩和玉钗形状的玉器也是了解北周
丧葬礼仪的重要发现。
其二，重视考古学遗存的埋藏或形成过

程。
在以往的考古学研究中，惯以在一定的

时间和空间中稳定存在的状态描述考古学遗

存。这种静态的描述往往使我们忽略了考古
学遗存的形成过程。事实上，任何考古学遗
存都是经过多个环节、多个步骤的 “过程”
的结果，在过程中体现的是人类的活动或行

为。通过《北周田弘墓》，可以了解到在对
该墓进行发掘时，发掘者对于某些细节的关

注: 一是对墓上建筑———封土现状进行了测
量、发掘，最终得出了墓葬的营造者在构筑
封土时所采用的四道工序。通过封土中心与
墓葬后室田弘棺中心的对应，揭示出建造者

最初的营造观念。二是对田弘夫妇合葬墓二
次埋藏过程的揭示。作为北朝、隋唐大中型
墓葬的一个重要特征，夫妇合葬在以往观察

到的只是墓葬中的分属男女墓主人的不同遗

物和墓志中关于合葬的记载，但对于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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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葬过程却未曾了解。田弘墓在发掘过程中
采用在墓道至第五天井预留纵向剖面的方

法，使得我们了解了二次葬时，送葬者从

三、四天井进入墓室进行合葬的现象［2］。
其三，集合了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

学、植物学、科技考古学以及文献学等多学
科的研究成果。
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人体遗骸是体质人类

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李
济说过: “考古学家一定要有体质人类学的
常识。”［3］关于田弘墓发现人骨的性别、年
龄和种族特征等方面的鉴定，不但帮助我们

从那些因为盗扰破坏而分布凌乱的遗骸中分

辨出田弘及其夫人各自所属的骨骼和死亡年

龄，还得到田弘的北亚蒙古人种特征这一新

收获。
动物考古研究作为复原古代人类生活环

境、了解人与动物的关系、探讨人类文化及
其规律的有效方法，日益成为考古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方面。关于田弘墓出土的动物骨骼
作出种属及所属部位的鉴定和损伤痕迹的观

察，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此地区的动物种类、
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借助树木解剖学的知
识对田弘和夫人木棺以及天井中发现的涂漆

木柄片、墓门等使用的木材进行形态学的分
析，得出了它们所属的树种。这些动、植物
的种类对于了解当时这一地区的物种、气
候、环境以及这些物种和人的关系有着很重
要的价值。
探索文物产地与矿料来源是科技考古学

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铅同位素比值法
是应用较多的方法之一。由于不同的成矿时
间和成矿环境能够产生不同特征的铅同位素

比值，因此可以根据遗物中含铅同位素比的

不同来推测所用材料的产地。田弘墓出土了
许多玻璃珠，以荧光 X 线分析法进行无损
化学成分分析，然后再以确定为含铅的玻璃

标本使用全自动表面电离型质量分析计做铅

同位素比的测定。虽然通过与已知中国古代

华北、华南地区铅同位素比的分布作比对，
最终未能获得田弘墓玻璃珠有关产地的决定

性结论，但启发了我们以新的思路考虑这些

玻璃珠的来源: 即这些玻璃珠或原材料是否

是从中原和宁夏以外的地区输入的? 当然，

铅同位素比值法本身的局限性以及测定田弘

墓玻璃珠时所使用的比对材料的完整性，或

许也是影响最终结果的重要因素。无论如
何，由于对所测玻璃珠的出土位置与年代都

做了详细的注明，随着今后相关考古材料的

增多，田弘墓的这些样本都将是很好的比较

材料。
关于田弘的文献资料，我们目前能够看

到的仅有北周文学家庾信所撰 《周柱国大
将军纥干弘神道碑》以及《周书》、《北史》
中的不多记载，所以新发现的田弘墓志文就

显得极为重要了。对于志文内容的疏证，为
研究田弘与北朝晚期历史提供宝贵的文字信

息。
北周田弘墓虽然是一部考古发掘报告，

但汇集了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多学科合作
进行考古学研究，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一大

进步，代表着考古学发展的新方向。这在
21 世纪的今天，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稀奇。
但在上世纪 90 年代，却是走在了中国考古
学研究方法的前沿。
其四，发掘者独到的观察为我们认识某

些看似并无关联的遗物提供了启示。
关于集中发现于第五天井的贴金箔的云

母片，发掘者把它放在东亚考古的大背景

下，结合文献记载与田弘墓发现的涂漆木片

和铁钉等，推测这些云母片可能是装饰在屏

风上或者乘舆上的。这一推测，提醒我们在
今后的考古工作中要注意类似遗物的发现;

对于将错位的志石和志盖放置于盗洞北壁侧

龛的情况，发掘者也给予了充分的留意。联
系到盗洞东壁侧龛位置上有数个形状、大小
不一的脚窝，以及盗洞发现的一匹仍保留有

绳索的骨骼完整的马的个体，发掘者得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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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者在盗洞壁上掏挖小龛放置墓志石，使

用马匹向上拖拉墓志，但由于志石过于沉重

而将马坠入盗洞内的推测。
其五、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北周田弘墓》配有大量的线图、图版
和表格。三者互相照应，在很大程度上方便
了阅读。尤其是文中穿插的大量遗迹平剖面
图、遗物分布图、器物线图，充分发挥了它
们的特殊语言功能，使读者能够比较直观而

准确的领会作者所描述的问题。

三

不过，本书也存在进一步讨论之处。
如，为了向读者展示遗物的出土状况，

文章中穿插有多幅遗物出土情况平面图。报
告第 59 页图 50 上的遗物有的直接以文字标
明器物，有的以阿拉伯数字表示。这种不统
一的表示方法容易让读者产生混乱。如果能
够在平面图上将出土遗物全部以数字编号，

然后在图下对每个编号作文字说明，这样读

者就能很容易的识别出图中的每一个编号所

代表的出土器物。另外，这张图上有的遗物
旁既有新编号，还有原编号，所谓的原编号

是发掘时给出的号，同时也是勉城出版社所

出版的 《北周田弘墓》版本中平面图上的
号，这一点应该在文中有所交代。平面图上
存在多处器物只有编号，没有文字说明的情

况。或许是因为这幅平面图的绘制时隔久
远，今天重新编辑这本报告时已经无法再找

到原资料或搞清楚状况重新绘制，只能采用

有问题的原图，也无法对图上有编号的器物

进行辨识。但是应该把情况交待清楚。否则
只能让读者来猜了，这样一来，这些为了帮

助人们了解和认识的图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前面提到过，北周田弘墓的发掘和资料

的整理、编辑工作是由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
共同承担。或许是因为参与工作的人员众
多，再加上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整个报

告在语言和文字表达上有些地方呈现出非汉

语的表达特点。最明显的是出土器物登记表
中的备注一栏，类似 “破片”、 “欠损”、
“先端”这样的术语只能是让读者意会了。
由于该报告是在中国出版，面对的应该多数

是中国读者。所以在语言上还要尽量符合汉
语的表达方式。

四

最后，我们还需要思考两个问题: 一是

田弘墓是否也与北周李贤墓一样，在北周两

代皇帝主张薄葬的背景下，以特别的方式应

对这项政策。560 年，周明帝临终时说:
“丧事所需，务从俭约，敛以时服，勿使有
金玉之饰。若以礼不可阙，皆令用瓦……葬
日，选择不毛之地，因地势为坟，勿封勿

树。且厚葬伤生，圣人所诫……”［4］周武帝
也在去世前下达了主张薄葬的诏令: “丧事
资用，须使俭而合礼，墓而不坟，自古通

典。”［5］郑如柏曾经以同样发现于固原地区
的北周柱国大将军、原州刺史李贤墓的封土
规模、陶俑、壁画、墓葬的建筑形制等因素
专门考察李贤墓，提出北周皇帝提倡的

“薄葬”观念对于当时墓葬构筑的影响以及
实际的实施情况［6］。再来观察田弘墓，不
难发现田弘墓也有类似的情况。田弘墓封土
高 5 米左右，虽然没有严格遵守 “因地势
为坟，勿封勿树”的诏令，但与东魏、北
齐或是中原地区墓葬相比，规模都要小。陶
俑的种类只有具装甲骑俑、陶狗、陶鸡。体
量也很小。其中甲骑俑保存状况较好的通高
仅 13. 8 厘米，长 17. 9 厘米，宽 7. 7 厘米。
在制作时也很粗糙。泥质红陶在烧制时因为
火候较低，质地十分酥软。骑者的面部、后
背、左手在制模过程中因挤压而变形。壁画
方面，未见有类似北齐壁画墓那种人物繁多

的仪仗队、备马出行和牛车出行场面。但在
墓葬的形制上，田弘墓的墓道长 45. 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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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 5 个天井、4 个过洞，再加上墓室由
主室、后室和侧室三部分构成，墓葬形制显
然僭越了他的身份应该使用的规模。所以田
弘墓的这些特征是否也印证了郑如柏所做的

推测，北周时期的贵族大墓在地面可见的封

土和死者生前就要制作的随葬品方面是基本

遵守了皇帝所颁布的 “薄葬”的命令。但
如何显示出他们的身份和等级呢? 由于诏令

并未对墓葬的地下形式作出明确的限制，所

以通过拉长墓道，增加天井和过洞来达到显

示死者等级的目的，尽管天井有着为了便于

施工时取土和回填的作用，但这种设施在北

周时期已开始具备礼仪功能的现象是不能忽

视的。当然，仅仅依靠北周时期的这几座墓
葬来讨论问题尚嫌草率，还需要北周考古资

料的不断发现来验证。
另外一个问题是北周制度对于隋唐的影

响。当我们探讨隋唐国家典章制度渊源、南
北朝和隋唐制度之关系等问题时，会自然想

到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三源说［7］。虽然
与其他二源相比，西魏、北周对于隋唐制度
的影响“实较微末”。但在墓葬形制上，北
周对于隋唐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例如以田
弘墓为代表的北周大墓多使用的斜坡墓道天

井洞室墓，经隋代演进到初唐时期的关中京

畿地区已完全成熟定型，成为初盛唐皇室贵

戚、王公大臣、贵族高官墓葬的稳定形制和
唐代墓葬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特征。而且北周
时期对于天井在礼仪方面的作用有了进一步

的认识后，将天井的数量与墓葬规模和死者

的身份联系起来，尽管这时还未严格限定天

井的数量与墓主人身份等级之间的关系。但
到了唐代，进一步将其制度化，这显然是对

北周墓葬制度的继承。

五

作为中国历史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周考古对于加深我们关于北朝历史和古代

美术史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北周墓葬
的发现与研究至今虽然已有半个多世纪了，

但由于考古材料较少，加上早年发现的一些

北周墓葬没有公布墓葬清理报告［8］，使得

北周考古的深入研究有着一定的困难。虽然
还不能得到某些铁定的结论，但是 《北周
田弘墓》提供的新材料与研究方法，定会
引发关于北周考古学研究的更多思考和讨

论。

( 《北周田弘墓》，由原州联合考古队编
著，文物出版社，2009 年 8 月出版。本书
为 16 开本，精装，铜版印刷。正文 307 页，
插图 112 幅，彩版 48 面。定价 2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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